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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在官民之间:清代贵州士绅与地方公益 

王国梁
1
 

(云南大学，云南 昆明 650091) 

【摘 要】：清代,贵州各府、州、县逐渐完善了仓储和各类救济机构,地方公益事业蓬勃发展。在此过程中,士

绅协助地方官员,捐款捐物,积极参与社仓和义仓的设置管理,备荒赈济,并协同地方政府创办运营各类慈善机构,是

地方公益的主要参与者。清代中后期,随着国政的衰败和地方政府管理的失效,贵州士绅的权力逐渐扩张,由士绅主

导的民间救济活动不断兴起,成为地方公益事业的主要力量。贵州士绅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,有利于地方的稳定,

客观上保障了部分下层贫苦人民的基本生活,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扶贫济弱、安定社会的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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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 

明代建省以后,贵州逐渐从“异域”转变为“旧疆”,在“内地化”的进程中,伴随着儒学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的推行,贵州

的士绅群体得以初步形成。清代,贵州士绅进一步发展,他们兴办学校,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和公益事业。虽然清廷曾一度限制绅权,

但士绅通过科举获得免除徭役的特权,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。①作为一乡之望的士绅,居于官民之间,在拥有特权

的同时,必然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,而参与地方公益即为士绅重要的责任之一。② 

清代是我国地方公益较为发达的时期,统治者“视民如伤,饥寒交恤,视前代尤为切至”,③并屡次颁布上谕,令各地方完善救

灾体系。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,全国各地陆续建立起了备荒仓储和各类恤贫救孤的公益机构。备荒仓储是封建时代救灾体系的

重要组成部分,有常平仓、社仓和义仓等,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,有丰富的运作经验和完备的制度。恤贫救孤的慈善机构主

要有院、堂、局、所、公所、园等,内设专职的管理人员,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规章制度。④ 

虽然贵州建省较晚,但随着地方设置的完善和经济的发展,地方公益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。早在明代,《黔书》中就有积谷的

记载,田雯“相率出俸钱以易之,得谷三千石有奇,司会、司书记之,仓人、廪人掌之,益将以防天时之不常,而济地利人和之不及

也”。⑤到了清代,贵州各府、州、县逐渐完善了仓储和各类救济机构,社会救济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。乾隆后期,吏治日趋腐败,

依靠协饷的贵州财政日见短绌,再加上人口的快速增长和自然灾害频发,荒政逐渐走向衰败,“各州县不但仓储多虚,仓座亦多无

存”。⑥此外,各类慈善机构管理混乱,贪腐层出不穷,官吏“冒领侵蚀”,⑦这些弊端使有识之士认识到官方主导地方公益的不足。

与此同时,许多士绅服膺儒家学说,乐善好施,热衷桑梓公益事务,再加上士绅拥有免役特权,易于积累财富,并希望通过慈善获取

好名声和更高的社会地位。基于此,清廷数次颁布上谕,对士绅的善行予以嘉奖,鼓励士绅参与地方公益事务。 

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贵州士绅积极参与地方公益,由士绅为主导的民间救济活动不断兴起,士绅成为贵州地方公益事业的主

要力量。士绅居于官民之间,他们从事地方公益活动,使善亦在官民之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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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贵州士绅与仓储赈济 

据乾隆《贵州通志》载,贵州土地贫瘠,气候多变,百姓饱受其苦,生活艰难。
⑧
统治者将百姓生活困顿归咎为自然灾害,虽有

推脱责任之嫌,但在历史上,贵州确以灾难频发著称。据严奇岩统计,仅在1801年至1850年的40年间,贵州就有33年发生水灾,20

年发生旱灾,遭受水灾的县有 74个,遭受旱灾的县有 52个。⑨灾害频发之时,安抚、赈济灾民,防止灾民发生动乱就成为国家和地

方的头等大事,备荒仓储和赈济制度也变得至关重要。 

(一)贵州士绅与备荒仓储。 

社仓和义仓是我国古代重要的仓储类型,是政府设立的常平仓之外的灾荒预防与赈济形式。早在西周就有“积谷”的备荒思

想,并设置“仓人”管理。⑩隋代设置义仓,因设于社,又称社仓,后因“义仓贮在人间,多有费损”,在开皇十六年将各地义仓“于

当县安置”,(11)此后,义仓逐渐设置在州县,由官府运营。义仓设于州县,使远离州县的乡村灾民无法及时得到救助,因此,南宋朱

熹在乡村设置社仓,采取士绅和官府共同管理的办法来提高救灾效率。(12)元代,朝廷要求乡村以社为单位设置义仓,社仓、义仓的

功能逐渐重合。(13)明清时期,社仓和义仓在各地都有设置,社仓和义仓之名,有时重合,有时分离,但两者均为民办赈济仓储,在功

能上是相同的。(14) 

清代的社仓、义仓政策颁于康熙初年,“河南道御史周士皇疏请令民输米粟实常平仓,以备荒歉,予官有差,工科掌印给事中

谭瑄疏请,沿边诸州县官民输米粟,贮仓以备赈济,照捐纳例予官有差,皆下部议行”。(15)贵州较早设立义仓的地区是遵义,时在康

熙二十四年。
(16)

但贵州全省开始试行建立社仓和义仓是在康熙晚期,康熙四十二年,朝廷下旨令直隶各州县设置社仓,自此之后,

贵州开始积贮备荒并逐渐开始推广社仓和义仓。 

贵阳是是清代社仓和义仓较为完备的地区。道光《贵阳府志》记载,贵阳府有社仓六座,义仓十座,义仓的数量多于社仓。(17)

因为社仓以官方为主导,由地方官员强力推行,造成粮食捐助者和管理者大多非自愿出谷,限制了社仓的发展。义仓则由地方士绅

为主捐建和管理,因此,贵阳地区义仓的数量多于社仓。贵阳的十座义仓,有四座直接由绅民捐建,有五座由地方官劝建,绅民捐输

而成,而由地方官建立的只有一座。其中,贮谷较多的罗斛城义仓和龙里县义仓都是由绅民建成并捐输的。清代,统治者鼓励地方

官以身作则,捐建义仓,并将其作为政绩来考察。但是,很多地方官因为任期较短,对地方事务又不熟悉,加之自己所能使用的人手

和经费不足,因此,他们更乐意和士绅合作,看重士绅在地方的巨大影响力,将社仓、义仓等事物交由地方士绅办理。(18)义仓的资

金和谷物大多都是由绅民捐输而来,士绅往往又占主导地位。因此,朝廷极为鼓励士绅捐建义仓的行为。康熙五十四年,清廷颁布

奖励办法,对捐谷超过四十石的士绅予以奖励,按捐谷多寡赏赐给匾。贞丰士绅谭世福曾捐谷四百石助义仓,便由知州周溶禀呈上

官,由贵州巡抚贺长龄额以表其门。这样的例子在贵州地方志书中俯拾皆是。士绅为“四民之首,一乡之望”,他们本就为儒家思

想在地方的倡导者和实践者,而“同社诸家共建、呈力纳粟、共相赈救而行义风”的义仓,
(19)
正是士绅重要的义举。 

(二)贵州士绅与地方赈济。 

虽然清代有一系列规范而严格的赈灾制度,以朝廷设置的常平仓及各府、州、县的仓谷为赈灾基础,再加上地方官个人捐俸

为辅助。但是,贵州地瘠民贫,生产力落后于中原地区,常平仓、义仓和社仓的设置远不如中原地区发达,而地方官俸银有限,在面

对灾荒紧急,经费不足的情况时,士绅富商的捐输就成为重要的赈灾方式。 

灾害发生后,贵州士绅积极参与灾后的赈济,尤以捐款捐谷和开设粥厂为主。对灾民而言,开设粥厂是效果最好的救济方法,

可解燃眉之急。同治甲子年大定的灾荒中,士绅杨益龄“出家粟煮粥以赈”,“全活甚众”;庚子年旱灾,士绅吕明哲设两处粥厂,

效果显著,“活者颇众”。自然灾害往往具有紧迫性和突发性,如果等官员上报后再施以救济,就会拖延时间,加重灾情。因此,地

方士绅的赈济就尤为重要,他们不仅能够提供资金和粮食,还能协调官员和地方的关系,在短时间内组织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救灾。

因为救灾中的积极作用,许多士绅获得地方官的嘉奖,得到“乐善好施”的匾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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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设粥厂赈济外,士绅非常注重安葬灾害中的逝者,为之设立义冢。清代,虽然“掩埋善事,地方好善之人,皆愿为之”,但收

敛之事“民办则易滋事端,官办则不生瓜葛,”(20)因此,官府制定了严格的设置义冢程序。但灾害一来,情况紧急,面对大量死亡的

灾民,很难按正常程序来收敛。如果不及时安葬,往往会引起瘟疫。古代常将“灾”和“疫”并举,可见古人已有朴素的“灾疫”

观念,早已认识到在灾害中及时、安全地掩埋遇难者骸骨与预防疫疠的关系。贵州历次灾害发生后,都有士绅捐棺木安葬逝者,如

乾隆三十年黔西的饥荒中,士绅李世任面对大量死亡的灾民,先捐棺木安葬,后来因为“木材告罄,继之以席”。同一年的灾荒中,

黔西廪膳生颜璋面对“黔西大饥,饿莩盈途,官不能悉埋”时,他“身率其子缘路瘗之,所瘗者百馀人”。(21) 

在中国传统的救灾观念中,最重要的六件事被称之为“六急”,主要为开设粥厂,施药治病,收养遗孤和安葬逝者。(22)这些赈

济活动,不仅需要组织者有宽裕的经济支持,还需要其在地方具有相当的影响力,和官府交好,才能避免各类纠纷。因此,这些慈善

活动,大多都是由士绅牵头进行的。 

三、贵州士绅与善堂 

明清时期,慈善事业一般依托善会、善堂等机构开展。夫马进定义“善会是个人自愿参加的、以实行善举为目的的自由结社,

而善会办事机构的所在以及具体实施善举的设施则是善堂”。(23)明代及清前期,善堂多由官府倡办,清代后期,随着统治阶级的腐

朽,社会矛盾日益深化,官办机构刻板贪腐,管理废弛,弊端百出,已无法正常运营。因此,士绅开始积极参与善堂的创办和运营,民

间慈善机构迅速发展。虽然贵州建省较晚,但明清两代,这些机构也逐渐发展起来。清代中后期,各府州县都基本设置了善堂。道

光《贵阳府志》载:“今天下府州厅县之所以恤此者,咸有其政要,不若贵阳之为备。育婴堂以活初生,养济院以收孤贫,而生员之

贫不能自立者,亦有赈济之口粮,此天下之所同者。而贵阳别有尚节堂以养嫠妇,及幼堂以养孤子,其法更为详密,为他方之所无,

盖惠政悉举矣。”(24) 

(一)养济院。 

养济院是专门收养无人赡养的老人和残疾人的机构,设置于明洪武年间,清王朝继承了养济院的制度。顺治五年十一月,朝廷

诏令天下,在各地设置养济院,收养“鳏寡孤独”和“残疾无告”之人,并令各地官员认真执行,按月发放粮食,不让这些人流离

失所。顺治八年八月再次下诏,对各省、府、州、县、卫所的养济院进行稽查,并规定了各地粮食供给的数量,完善养济院的设置。

此后,各地陆续修正并恢复了旧有的养济院,许多未曾设置的地方也开始兴建。(25) 

贵州较早设置养济院的是贵阳和遵义,贵定县的养济院建于明成化年间,遵义县养济院则建于明万历年间。此外,正安州、桐

梓州、绥阳县等地也在明代建立了养济院,是贵州较早设置养济院的州县。早期的养济院多为官办,如遵义养济院的经费和管理

都是由官府负责。
(26)

自清中期开始,贵州士绅开始参与到养济院的建设和管理中来。贵阳养济院是清代贵州规模最大的养济院,

在道光二十三年之前,规模较小,因管理不善,时有倾颓。道光二十三年,“巡抚贺长龄捐廉倡率绅民重修,由监生伍瑗枝别建孤贫

房七十五间,于是养济院共有房一百六十五间”。自此之后,士绅参与养济院的办理,规模渐开,从原来只能收留二百二十人上升

到“共孤贫六百民”。(27)道光五年,黔西举人禄星在州西门外,自己出资创秀了“养济局”,受到知府杨祖淳及贵西道云贵总督的

旌表。
(28)

养济院从官办逐渐开始变为士绅参与管理,重要的原因即为清代中期以后,地方财政收入逐渐陷入困境,官员贪腐不止,

善堂难以维持运营,因此,地方官需要士绅在经济和管理上的支持。 

(二)尙节堂。 

道光十八年,巡抚贺长龄奏请朝廷在贵州设置尙节堂,以“收恤守志贫嫠,用广皇仁而励风化”。清代,许多省份都设有清节

堂或称立贞堂、贞节堂、恤嫠局、全节堂、保节堂等,这些善堂都是以收养那些家境贫寒、无依无靠的年轻寡妇为目的,有些善

堂也收养那些未出嫁时丈夫就亡故并立志守节的女子。贺长龄任贵州巡抚后,因为贵州经济发展落后,为极贫之地,这些守节妇女

“贫难自赡,莫保初心,或且计无复之,辄寻短见”,因此奏请设置尙节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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尙节堂的经费是由官绅共同捐助的。贺长龄“不敢妄请动帑,又不忍视同隔膜,再四筹商,惟有捐办之一法”,经他倡议,贵州

各级官员率先捐俸,共捐得银四千余量,之后向绅民劝捐,绅士民“无不闻风鼓舞,踊跃乐输,共捐银一万三千零六十四两,交商生

息”。从而解决了尙节堂的经费问题。贺长龄感叹:“黔民如是之贫也,黔俗如是之美也,若更得所存恤,行见怀清之台不胜筑,柏

舟之诗不胜采,微独吾心不留缺陷,且胥此世界而圆满之矣,岂非东平所谓为善最乐者哉?”(29) 

尙节堂是民办慈善机构,在创建中“慎选公正能事之绅耆二十四人,酌送劳金,专司其事,官为督察”。又因尙节堂在贵州属

于创始,贺长龄详细制定了《尙节堂章程》十二则规范其运作。经费为官绅捐助,并“刊勒石碑,以垂永久”。(30)尙节堂定额为一

百四十名节妇,符合条件者由亲戚近邻上报于董堂绅士,再由绅士上报于教官,教官上报于粮储道,最终由粮储道查实后准许入主

尙节堂。此外还详细规定了节妇的恤银数量和违惩戒条例。日常事务由 24位士绅组成的董事负责。查核报名,领取和发放银米,

嫠妇的除名和补入,年终报销等具体事务由董事选举两位公正老成的士绅,并委派两名教官进行管理。贺长龄深知官办的缺陷,在

首倡之后,便将尙节堂交由地方士绅董理。 

(三)育婴堂和及幼堂。 

育婴堂是收养弃婴的育婴组织,出现于明朝末年。中国传统观念重男轻女,遇到灾荒之年,女婴往往被溺亡,即使在平常时期,

迫于人口压力,溺婴和弃婴现象也极为严重。关注地方公益并以化风导俗为己任的士绅率先设置育婴堂,以收养这些被遗弃的婴

儿。雍正二年,朝廷颁布上谕,令各地官员,在人烟稠密的通都大邑设置育婴场所,大力推行“恤孤之道”,以激发人民的恻隐之

心。(31)乾隆皇帝令各地督抚设置育婴堂,选择家境富裕,性格敦厚,为人诚实谨慎的人进行管理,由地方官监督稽查,并每年向朝廷

汇报收养人数和各项支出情况。
(31)
 

在官方的推动下,各省府、州、县开始设置育婴堂,地方士绅也捐助钱财和田地,积极参与育婴堂的创设。雍正年间,贵州也

设置了育婴堂,民国《绥阳县志》载:“育婴堂,雍正三年知县黄世涛建,以螺水寺田租谷十五担为收养婴儿之费。”(32)贵阳育婴

堂也建于雍正年间,“州县富家巨族踵而增之,献田献资以成其事者不一其人。于是,育婴堂之立,甚详备矣”。(33)嘉庆十六年,巡

抚又进一步扩大了规模。在贵阳,粮储道张经田曾于道光十二年设局,煮粥以食幼童,时间从每年冬天的十一月到来年的二月,人

们称之为“稀饭局”。(34)道光十七年,遵义知府平翰修建了数间草屋,来收养资助孤贫幼子,有儿童一百多人,到冬天给这些孩子

絮衣各一,经费主要来自于自己的捐俸和绅民劝捐。(34) 

道光十七年,贵州巡抚贺长龄将贵阳的“稀饭居”改为及幼堂。贺长龄认为,育婴堂和孤贫院的存在,会让那些失乳之婴和废

疾之老都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,“可以无虞失所”。贵州土地贫瘠,百姓生活艰难,常常有一些失去父母,无依无靠,缺衣少食,

年龄在五六岁到十二三岁的儿童,他们大多都在街头乞讨为生,偶尔也会偷窃。这些孩子既没有维持生计的能力,又缺乏管教之人,

体弱年幼的最终死于街头,而年龄大一些,身体强壮的最终会成为盗匪。因此,在贺长龄的倡议下,以官员捐俸和士绅捐助为主要

经费来源,贵州各地建立了及幼堂或养幼堂。 

(四)贵州士绅与其他善堂。 

除了上述善堂之外,清代贵州还有许多官办、官绅合办或由士绅创办的善堂。栖流所、漏泽园为官办。栖流所创办于清初,

顺治年间,朝廷下招在各地修建栖流所,由地方官管理,目的为让贫民有暂时的居住之地。因此,栖流所主要是为收养那些无依无

靠的流民和街道上生病却无所依靠的病人的善堂。(35)贵州许多地方都有栖流所,道光《遵义府志》载,桐梓栖流所收养额外孤贫

十四名,道光十五年,钦奉恩诏后,知县敖右贤增设三名,共十七名,每年口粮俱知县捐给。(36)仁怀栖流所则“安插军流人犯栖

止”。漏泽园创设于宋代,主要为安葬无所归者,明清各州县都设有漏泽园。据道光《贵阳府志》载:“又有漏泽园义冢,所以恤

旅死及贫而无葬地者也。”贵定有两处漏泽园,三处义冢。(37)遵义府、正安州、桐梓县、绥阳县、仁怀县等地都设有漏泽园。 

官督绅办的机构有普济堂、施棺会、冬济堂等。乾隆元年,清廷诏令在各省省会和通都大邑普遍设置普济堂,以此来赡养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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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年老有病无依无靠的人。此后,全国各地开始兴建普济堂。如安平的普济堂就有孤贫大小二十七人。安顺府冬济堂建于道光二

十二年,官员和士绅合捐建房十八间,由士绅六人进行管理,从每年冬月初一至来年二月初一,收养贫苦百姓。嘉庆初年,安顺府的

士绅又捐银生息,创办了施棺会,“办棺木以送死者”。这一举措得到知府的支持,不光捐廉五十两银,还为这些士绅题写“积善

余庆”匾额。(38) 

四、善在官民之间:清代贵州士绅参与地方公益的特点和意义 

士绅既是贵州地方的知识精英集团,又对贵州地方政治和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作为四民之首的士绅,在政治、法律、

经济上享有特权,充当着官与民之间的中介或桥梁,是构成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。(39)清代的贵州士绅和内地士绅一样,积极参

与地方事务,兴建学校书院,兴办地方慈善,竭力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。但同时,贵州的“异域”属性也形成了贵州士绅在参与地

方公益活动时形成了不同于内地的地域特点,并赋予这一活动不同的意义。 

(一)清代贵州士绅参与地方公益的特点。 

首先,贵州士绅参与公益的形式多样,涉及的范围囊括社会公共事业、救济事业的各个方面。虽然贵州被视为“苗疆”,但从

清代士绅参与公益的形式和范围看,贵州和内地已经没有差别。清代的贵州士绅,不仅数量占比和全国士绅的整体发展相接近,在

参与地方公益活动的范围和方式上也和内地士绅逐渐同步。除了书院、社学、义学外,清代士绅积极参与地方公益,广修善堂,修

桥铺路,和地方官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。自清道光开始,因地方财政窘迫,士绅参与地方事务不再限于修建学校和兴办慈善,逐渐

开始进入城垣修建,市镇设施维修等领域。 

其次,不同于江南、广东等地士绅群体以组织善会的方式主动参与地方公益,贵州士绅在地方公益活动中长期处于从属地位。

清代贵州的地方公益,其主体仍然为地方官员,以士绅为辅。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官退绅进的趋势,但贵州的士绅群体的发展

始终滞后于江南等地区。因此,在参与地方公益的过程中,贵州士绅多以个人为主,很少组织善会。参与形式虽然多样,但贵州士

绅最主要的方式仍然是为善堂提供经费。除非地方官员要求,否则贵州士绅很少主动倡建或管理慈善机构。 

再次,清代贵州地方公益的整体发展轨迹为士绅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,主体性越来越强。受限于财力和任职时间的影响,地

方官即使有心关注地方公益,但如果得不到士绅的支持,事情就无法施行。因此,地方官常扮演领头者的角色,然后将具体的事务

交给士绅去办理,经费也由士绅出面筹集。各类善堂大多数由地方士绅承担经费和管理,再由官府监督,既可以避免官吏贪污和借

救济之名义进行勒索,又因士绅顾及自己在地方的声誉而提高了办事效率。(40) 

(二)清代贵州士绅参与地方公益的意义。 

清代,贵州士绅的数量急剧增长,大约为 22213 人,是明代士绅人数的 3 倍左右。(41)伴随着行政区划的进一步完善,贵州士绅

的分布也从通都大邑和卫所屯堡逐渐向乡村社会发展,开始深入到腹地。清代贵州士绅在贵州总人口中的占比约为 2.7%,在全国

范围来看,虽然比例仍然处于较高的位置,但已经接近全国平均水平。贵州士绅同全国其它地区的士绅一样,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

业,和清廷基层社会控制权的下移相同步。同时,对被视为“边地”的贵州而言,士绅参与地方公益事业,客观上起到了许多积极

的作用。 

首先,贵州士绅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,客观上促使贵州的国家化和内地化加速,有利于地方的稳定。不同于江南士绅在清初

的备受打击和种种限制,在经历了清初地方动荡之后,贵州士绅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这和贵州的“边地”“异域”性质密切

相关,在国家化和内地化的进程中,清廷急需培植代言人,而士绅就是最好的选择。因此,贵州的乡试名额在清代一直处于增长状

态,从最初顺治十七年的庚子科第一次乡试的 20名,到乾隆元年丙辰科已经增至 44名,如果再加上当年的恩科10名,贵州乡试取

中的举人人数已经达到 54 名,人数增长接近三倍。(42)在数量增长的同时,贵州士绅在地方起到的作用也逐渐和内地士绅同步,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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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,协助朝廷安定地方社会,成为贵州地方稳定的重要力量。 

其次,贵州士绅积极参与公益事业,客观上保障了部分下层贫苦人民的基本生活,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扶贫济弱、安定社会的作

用。如士绅捐建的遵义养幼堂,设置章程,严格规定了收养幼童的年龄限制,将他们分为“长恤”、“半恤”、“暂恤”和“寒恤”

四种救济类型。还规定了每个孩子每月应得到的救济数量,防止出现“待死孤孩反不能沾半粥者”(43)的情况。除养育之外,遵义

养幼堂为幼童聘请男女老师,让孤儿掌握赖以为生的技艺。贵阳养幼堂设有教师和工匠数人,“择其姿性稍优者教之认字,馀皆令

其习学手艺,随时考察勤怠”。(44)“与其惩治于既为匪之后,曷若保全于未为匪之先”,及幼堂的创设,让年幼的孤儿有安身之所,

不至流浪街头,沦为乞丐盗匪。善堂的运营,客观上帮助了贫民幼童,“自置堂收养之后,幼童之游手乞食、衣不蔽体者,街市渐觉

稀少,似亦不无小效。”(45) 

再次,居于官民之间的士绅参与地方公益事业,既能成为地方官员的得力助手,又一定程度上预防了官员贪墨。许多官员对士

绅参与公益事业的优势有清晰的认识,所谓地方公益事业“官办不如绅办”。贵州巡抚贺长龄就详细阐述士绅办理地方公益的优

势: 

惟是官之迁代靡常,而绅董则世居不改,官之耳目易隔,而绅董则见闻皆真,故官办不如绅办,而为人即以自为,但使司事得人,

始则举报必实,继则给领必亲,节皆真节,不混鱼珠,银尽实银,堪供鹤科,则斯常也,实于民俗人心大有维系。(46) 

综上所述,清代贵州士绅积极参与地方公益,“家居而为善,可以感郡县,可以风州里,可以培后进”,(47)成为维护地方社会稳

定的重要力量,既是地方官行使权力的得力助手,又客观上保障了一些贫苦人民的基本生活。居于官民之间的士绅,积极参与地方

公益,让“善”也在官民之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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